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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船山尚“器”重“习”的倾向及其意义 
 

刘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荻生徂徕和王船山的“制作”说，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尚“器”与重“习”的倾向。徂徕

的工夫论主张由“外”而“内”地“仿效”，其途径是“制器”与“以习言性”；船山则格外强调“天

下惟器”和“习与性成”。他们重“器”的目的不在于“器”本身，而在于通过外在之“器”来习养

内在之“德”，久与之化，不假勉强而其德自备。这可以视为对程朱、阳明等传统道学由内向外的思

维方式进行的颠覆式变革，不仅大大加强了儒学修养工夫的可操作性，亦避免了心与物之间易于断裂

之弊，而这本身也是“习与性成”的题中之意。就此而言，如果传统道学的主流是前近代式的先天预

成式人性论，那么其式微则预示着后天习成式人性论的登场，同时也体现出儒学内部自身孕育出来的

新的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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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生徂徕(1666—1728)被开创了日本政治思

想史研究领域的丸山真男誉为“日本近代思维

的先驱”，而王船山(1619—1692)也曾被思想史

家侯外庐评价为“开启中国近代的思维活

动”[1](1)。虽然中日已有诸多学者分别对他们二

人思想中是否具有所谓的“近代性”
①
提出了质

疑，但是这并不妨碍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他们在

东亚儒学史上可能起到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

探讨二人的思想或可找出近世后期儒学展开的

内在动向。 

具体而言，“制作”概念是徂徕思想被丸山贴

上“近代先驱”标签的核心依据之一。然而徂徕所

强调的这一概念与其在中国儒学传统中的意义有

着怎样的关联，以及将这一概念置于徂徕后学中具

有怎样的定位，这些都是丸山未曾考量过的。从这

个意义上说，丸山强调的徂徕之“制作”，或许还

有进一步深挖的可能性。同时，丸山极具慧眼地意

识到“制作”之于徂徕思想的“近代性”意义，不

仅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同时期清初道学的发展状

态，还可以引导我们找寻儒学自身展开的内在逻

辑。除了丸山对“制作”的“近代化”诠释之外，

子安宣邦还以“外部性”为视角提出了另一种解读

“制作”的方式，这就提示我们徂徕之“制作”可

能具有内与外的双重维度。不过，子安只是强调“制

作”的“外部性”，却忽视了徂徕学对“内”的关

注。因此，本文将综合这两种诠释“制作”的维度，

通过探讨徂徕学中“制作”这一概念，以期重新定

位其对于徂徕学的意义，并结合船山“器”“习”

说的分析，尝试挖掘东亚近世后期儒学展开的新动

向，即“儒学式近代化”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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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外”而“内”：徂徕工夫论 
的“仿效”逻辑 

 

丸山确信在日本思想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中

已经具备了“近代性”因素，即促使封建制度瓦

解的思维方式。当然这一思维过程与当时的社会

状况并无直接的联系，并且是逐步展开的。而徂

徕的思想即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荻生徂徕

以‘道非事物当行之理，亦非天地自然之道，乃

是圣人之制作’(《徂徕先生答问书 下》)这一著

名的命题，成为近世‘谁’这一问题的最初提出

者”[2](209)。在丸山看来，如果以林罗山(1583— 

1657)为首的日本朱子学者体现了守护既定政治

秩序的自然秩序观，那么试图以主体人格(圣人)

替代自然法的徂徕，则扮演了“近代先驱”的角

色。丸山非常看重徂徕所言的“圣人”的独特性，

而“制作”一词则是指向“近代性”的关键，    

“道的制作者不外乎就是圣人。反过来说，所谓

圣人即道的制作者之称。把圣人概念专门限定为

先王这一历史的实在，是徂徕学同以往所有儒 

学思想从根本上区别开的关键”[2](212)。从丸山的

推断来看，“制作”的概念体现了徂徕学与以往

儒学的根本区别，因徂徕阻断了学以成圣的路

径，反而具备了丸山所谓的绝对的人格性，此即

为丸山眼中足以与西方近代主体性觉醒比肩的

征兆。 

更进一步，丸山试图解释一个问题：既然圣

人被限定为中国古代的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七位先王，甚至连孔子也难以入列
②
，那么

德川吉宗(1684—1751)所发起的“享保改革”是

否具有儒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依据？根据“作者

之谓圣”的定义，凡是建立起新制度的开国之君

都应该是“圣人”，如此不就与徂徕将“圣人”

限定在古代的数位先王相矛盾了吗？由此可见，

丸山解读“制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一旦

圣人不具有可被复制的特性，那么这种主体性一

定会被限制在极少数人身上，如此又怎能反复出

现在现实之中呢？对此矛盾，丸山已有所察觉： 

只有把“先王之制作”的逻辑类推至一切时

代，并把相对于理念的人格优位普遍化，克服政

治统治者的危机而朝向未来的制作才会成为可

能。在徂徕那里，圣人之道具有超越时代和场所

的普遍的妥当性。[2](219) 

也就是说，如果肯定徂徕的“制作”已将圣

人限定在历史之中，那么现实的改革就不具有理

论上的合理性。如此，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既

能肯定圣人的绝对性，又能为后世的改革提供合

法性依据。实际上，徂徕早已在文本中给出了解

决方案。在设置出“圣人”的最高位格之后，徂

徕还为后代的君主预留出了非“圣人”的位格，

即“仁人”： 

盖后王君子，奉先王礼乐而行之，不敢违背。

而礼乐刑政，先王以是尽于安天下之道，是所谓

仁也。后王君子，亦唯顺先王礼乐之教，以得为

仁人耳，是圣人不可学而至焉，仁人可学而能 

焉。孔子教人以仁，未尝以作圣强之，为是故  

也。大氐后人信思孟程朱，过于先王孔子，何其

谬也！[3](202) 

徂徕确实通过不可学而至将“圣人”推至

最高位格，然而除此之外，他还设定了一个后世

君子可学而能的位格，即“仁人”。这就是说，

后王君子并非制礼作乐的主体，“唯”字强调出

“顺”是唯一可能的方向，因此丸山所言各个时

代的开国君主均可“制作”，实际上并不符合徂

徕所限定的“顺”。既然在徂徕的语境中，后世

君主并不具有制礼作乐的资格，那么他们建立制

度的合理性在哪里呢？ 

据说《政谈》是徂徕为德川吉宗实施“享保

改革”的提案，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频繁出现的

“古法”一词。所谓的“古法”，正可与“先王

礼乐之教”相对应。以此观之，徂徕向德川吉宗

所言的所谓改革制度，与其说是建立起全新的制

度，不如说是在当下的日本重现“古法”。由此

而论，徂徕所谓的“制作”并不需要类推到   

现实，而是要模仿先王之“制作”，即仿效  

“古法”。 

虽然徂徕之“圣人”确如丸山所言被赋予

了宗教学意义上的神圣性，但即便如此，也并不

影响徂徕为现实的日本统治者出谋划策，以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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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现状。因为即便当时的统治者听取徂徕的意见

建立起有利于安民的“新”制度，也并非圣人

“制作”意义上从“无”到“有”地创立全新

制度，而是要当下的统治者去“仿效”汉和古

典，以先王之制为依据来建立秩序。然而，对于

从来不曾出现圣人“制作”的日本而言，去“仿

效”中国古代圣人所“制作”的礼乐制度，何尝

不是一种从“无”到“有”呢？从这个意义上

说，丸山试图将圣人之“制作”类推到每一个时

代的开国君主也有其合理性。不过这已经不是圣

人意义上的“绝对的制作”，而是一种“仿效的

制作”，这就涉及贯穿徂徕学始终的“仿效的 

逻辑”： 

且学之道，仿效为本，故孟子曰：“服尧之

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而不

问其心与德何如者，学之道为尔。礼乐之教，左

则左，右则右，宫则宫，商则商，必如其师，而

不敢违以分。故孔子拱尚右，则门人亦拱尚右，

孔子谓之嗜学，可以见已。习书者，必摸兰亭黄

庭，岂求为赝乎？学之道为尔。谓吾既得其心，

吾既得其理，不必拘其似不似者，庄禅之遗也。

故方其始学也，谓之剽窃摸拟，亦可耳。久而化

之，习惯如天性，虽自外来，与我为一。[4](531) 

徂徕以“仿效”作为学之道的根本，我们可

以称之为“仿效论”。无论是穿着、言语还是行

为，实际上都是“外”在的“身体”方面的标准，

徂徕讲只要符合外在的规范，即“是尧而已”。

徂徕补充的“不问其心与德何如”，似乎进一步

否定了理学中奉为圭臬的“心”与“德”，而这

就引出了对徂徕之“制作”的另一个重要解读，

即子安宣邦所谓的“外部性”： 

徂徕的“礼乐论”，与其视之为与“自然”

处于对抗关系中的“制作”的立场，不如将其把

握为“制作论”。所谓的“制作”，乃是基于“人

的自然”的，或者是将之作为不可或缺的契机而

由人自己所做的“外部化”的营为。因此，“制

作论”的命题中，始终贯穿着“外部性”。宣扬

“道者先王之制作”的徂徕，其言说的构成始终

贯穿着“外部性”。[5](200) 

相较于丸山强调的“制作”之“政治性”，

子安试图呈现的是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外部

性”特征，并且将此推到 18 世纪的思想空间中

去。在子安看来，徂徕之前的儒者更在意的是内

在的德性涵养，而徂徕关注的则是能否实现外在

的“安天下”。事实上，这也是徂徕学派时常遭

受诟病的重要理由，即重“外”而轻“内”，忽

视了对道德的要求，致使“士”风日下。但问题

是，徂徕为什么说“不问其心与德如何”呢？除

了认为心与德这些“内在”要求不重要之外，还

可以解释为如果真能做到言行举止均如尧一样，

那么其“内在”之德性就可以自然而然形成。由

此推论，所谓的“内”并非不重要，而是做到

“外”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换言之，“外”在

的礼乐不是终极目的，徂徕不断强调去“仿

效”，最终要形成的正是内在的德性。徂徕确实

非常重视外在的“安天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

忽视内在之德，徂徕只是选择了与传统理学工夫

论不同的方向，即从“外”向“内”。这种过渡

不仅是自然而然的，“故君子贵学，学以成德，

自然不假勉强”[6](84)，而且一旦得以实现，“外”

在的礼乐就会被身体化，从而与“内”无异。这

种自然而然内外合一的效果，所依靠的工夫论就

是“仿效”。此即为徂徕学中极为重要的“仿效

的逻辑”，而其具体展开，则是接下来将要阐述

的“器”与“习”的两条路径。 

 

二、“制器”与“以习言性”：徂徕 
“仿效”逻辑的展开 

 

以徂徕的“制作”论为诠释对象，丸山注意

到的是“近代性”，而子安强调的是“外部

性”。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丸山对徂徕之“圣

人”的把握具有逻辑链条上的漏洞，而子安的

“外部性”讨论则忽视了徂徕对内在之德的要

求。回到“制作”本身，还原其在徂徕思想中的

语境，则“制礼作乐”不仅意味着外在的礼乐制

度，更重要的是要把其中所代表的先王安天下之

道内化到后王君子之德中，而承担这一由“外”

向“内”转化的正是徂徕“仿效的逻辑”。那

么，这种由外向内的转化是如何实现的呢？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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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从“制器”和“以习言性”的双重维度

逐层展开论述。 

首先，来看向“外”延展的“制器”。相比

于宋学强调的内省工夫，徂徕的着眼点确实落在

了“外”在的礼乐。唯一被徂徕称赞为与自己

“肖之”的水足博泉
③
对徂徕所论“制作”有进

一步展开，在其所著《太平策》中专设“制器”

一节，讨论“圣人之道器为大矣，制器唯圣人能

之”[7](309)。徂徕曾通过“制作”来对“圣人”加

以限定，博泉则把这种“制作”具体化为制

“器”：“圣人因设礼乐之教，礼乐虽大，其实

皆器也。俎豆玉帛钟鼓管弦，君子用之，以为礼

乐，其实皆器也。”[7](309)所谓的“制作”，即“制

礼作乐”，其对象本身就是礼乐。从礼乐承载着

儒家的教化之义来看，礼乐确实“大”，然而具

体而言“其实皆器”，也就是落实在了“俎豆玉

帛钟鼓管弦”之类的具体“器”物之上。从这个

角度而言，将“制作”理解为“制器”实际上凸

显了“制作”对象的实体性特征。博泉之所以要

强调礼乐所具有的“器”的特征，实际上针对的

是以“理”言礼乐的主张： 

礼乐之道，与器相为体，未尝相离矣，而其

分者君子任道，小人任器，岂容疑乎？后世诸儒，

以理说礼乐，以器为末，其异端于圣人，若使生

乎三代之时，则峻刑重诛，何辞以免？若乃有司

伶工之传，徒器是守，其道则昧矣，是其职也。

士君子之于礼乐，下学而上达，若不上达，则与

有司何辨？后儒竟务上达，而废下学，是谬之大

者也。[7](310) 

博泉在这里以“下学”和“上达”对应礼

乐所具有的“器”和“理”的特征。“下学”是

着手处的工夫，而“上达”则是境界论的目标。

博泉指出，虽然“徒器是守”会致使与专司器物

之“有司”无异，但后儒却因过于重视“上达”

而导致了对“下学”(即“器”)的废弃，长此以

往，不难想象“上达”终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 

由此可见，“器”与“理”二者不可偏废。

博泉认为只有通过“器”才能呈现“理”：“鬼

神无形，圣人制宗庙，以萃其气，设社稷，以寓

其神，斩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以寓祖考之灵。

天之寥廓，星辰之远，圣人制玑衡旁罗，以写其

象。道德仁义之无形，甚于鬼神与天，口不可言，

目不可视，圣人制礼乐之教，礼乐皆器，以寓至

道。”[7](310)在这里，博泉直接以是否有形来区分

“器”与“理”，或者说，正是因为“理”的无

形，圣人之“道”才需要以具象的“器”来加 

以把捉。“先王之道，古者谓之道术，礼乐是 

也”[3](206)，在徂徕的思想中，礼乐是道之术。到

了博泉这里，“礼乐皆器，以寓至道”，则更为

直接地阐明了礼乐作为“器”的这种具象化特

征。具象化相比于抽象之无形，最明显的优势是

可操作性强，而这种可操作性极为鲜明地体现在

徂徕学的“教”与“学”之中。我们在上文已经

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徂徕的“仿效论”，博泉则进

一步与制作之“器”联系了起来： 

故教学之方，以器传道，鼓瑟吹笙，执圭将

币，升车束矢，皆所以知止能得之术也，所谓“终

日不食，终夜不寐，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学之为义，拟其师之谓，乃左则左，右则右，宫

则宫，商则商，惟拟其师，不问其它。《檀弓》

记孔子尚右，二三子皆尚右，古之所谓学者如此。

为师者以身教人，学者以身学之，后世师弟子，

徒系名位，教学以言，不以身，礼乐之说，瞭    

瞭指掌，而授之器，则无一所能者，后儒之空   

言也。[7](310−311) 

博泉所言的“拟其师”与徂徕之“仿效”

如出一辙，“惟拟其师，不问其它”也与徂徕所

言“不问其心与德何如”契合。博泉的特点在于

将徂徕的“仿效”进一步落实到作为对象的

“器”物之上。如果“教学”的方法在于“以器

传道”，那么“器”是如何传达出“道”的呢？

博泉指出“为师者以身教人，学者以身学之”。

也就是说，“身”即是“器”与“道”的媒介，

那么“身”又是如何通过“器”将外在的

“道”内化于己呢？这就涉及“制作”的第二

个向度，即向“内”延伸的“以习言性”。 

以“习”之概念为视角也可以比较清晰地

看出博泉与徂徕之“肖”，徂徕曾言： 

大哉“习”乎！人之胜天者是已。其在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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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谓之风俗；其在一身，谓之气象。故善观

乎天下国家者，必于风俗；善观乎人者，必于气

象。礼乐以为教，则风俗厚而气象盛矣。圣人之

所以胜天者是已。[8](170) 

徂徕把“习”置于人之胜天的位置，使其成

为统括人之气象以致国之风俗的概念。徂徕之

“习”论，若从习熟、习惯、习性、习俗四个维

度进行考察，则可建构起以“习”为核心的完整

体系：习熟先王之诗书礼乐，习惯成自然，习以

成安民长民之性，进而推至一国之风俗。此即为

“习”之一字透露的徂徕儒学的整体构想。博泉

不仅继承了徂徕对“习”的重视，而且非常强调

要以习移性： 

中人之性，可善可恶，皆习以移之，子曰：

“性相近，习相远也。”又曰：“唯上知与下愚，

不移也。”上知下愚，吾未见之，天下之人率皆

中人，无大优劣，其美恶邪正，莫不由习也。乃

众楚之咻，虽欲勿移，不可得也。先王深知其然，

立教学之法，以使天下之人习乎正也。[7](342) 

博泉将天下之人都归于可移之“中人”，这

就保证了以习移性的策略对于所有人都是有效

的。不仅如此，博泉还进一步将徂徕所推崇的

“习善则善，习恶则恶”落实在了外在之“器”

上，即“善者艺业之所载”[7](346)。也就是说，抽

象的善可以通过具象的“艺业”来衡量。这里的

“艺业”自然是指礼乐。那么礼乐是如何体现

“至善”的呢？博泉在“礼乐”和“至善”之

间，设计了一个衡量的标准“中和”：“所谓  

至善，亦必以艺业言之，礼之中乐之和，是

也。”[7](346)依《中庸》而观，如果达到了“中和”，

则“天地位，万物育”，这可以说是博泉理想的

“太平”，“其唯至善，所以太平也”[7](345)。然

而“中和”亦是极为抽象的概念，又要如何衡 

量呢？他说： 

不知者谓中和无形，得与不得，何以知之？

中与不中者，定之以目，和与不和，定之以耳，

是礼乐之道也。人之耳目有聪明，有不聪明焉，

能知中和与不中和乎哉？虽然，定之以天下之

目，则视亦公，定之以天下之耳，则听亦公。天

下之目者何？尺度之谓。天下之耳者何？律吕之

谓也。中和之准，备于两者，合与不合，人人得

而辨之，不岂明乎？况朝暮所习，心染体濡，声

为律，身为度，何中和之难知乎？若欲求中   

和，不由礼乐之教，则欲举手摘星也，非狂则   

妄也。[7](346) 

“中和”或者“至善”，皆属“无形”，因

其“无形”，故难以把握，置之于“器”则是化

“无形”为“有形”之方。博泉不仅将“习”落

实在了具体的“器”物之上，更为重要的是指出

了外在之“器”所具有的特性——公。正如博泉

所言，既然人之耳目有聪明与否，那么传统儒家

中得君行道的路线就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偶然性。

反之，将准则寄于天下之“公器”，似乎才是儒

学发展必由的内在逻辑。不过，徂徕学所论之

“制作”显示的“器”与“习”的维度，在儒学

中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呢？ 

 

三、“天下惟器”与“习与性成”： 
船山的制作论 

 

本文在开篇已经提到徂徕和船山都被视为

带有某种“近代性”意味的先驱人物，从反对封

建君主专制及强调欲望合理性的角度肯定船山

思想的近代性是学界比较主流的做法。然而从

“制作”的角度来呈现船山思维方式中可能具

有的近代性却鲜见于先前的研究之中。我们从船

山的著述中，发现了不少与徂徕学中“制作”概

念所呈现出的“器”与“习”的维度近似的论

说。如： 

故“作者之谓圣”，作器也；“述者之谓明”，

述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明其器也。

识其品式，辨其条理，善其用，定其体，则默    

而成之，不言而信，皆有成器之在心而据之为  

德也。[9](1029) 

船山亦将“作”之对象归结到“器”之上，

而且指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其要即在于

“治器”，“故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9](1028)。

徂徕学将“道”具象化为礼乐之“器”，而船山

亦将道贯穿在“器”之中，集中体现为“天下惟

器”[9](1027)的表述。船山论道：“未有弓矢而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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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

弦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

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

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9](1028)有

了弓矢、车马、牢醴璧币这些具体的“器”物之

后，才会有射、御、礼乐之“道”，这与博泉“寓

道于器”的主张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船山将这种

逻辑归纳为“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9](1029)，

甚至直言“君子之道，尽夫器而止矣”[9](1029)。

这无疑与传统理学以道为器之本的思维方式有

着本质的区别，却与几乎同时期的徂徕的思想有

着内在的一致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船山之“器”中亦有

“公”的特征：“治国推教而必有恒政，故既以

孝悌慈为教本，而尤必通其意于法制，以旁行于

理财用人之中，而纳民于清明公正之道。故教与

养有兼成，而政与教无殊理。”[10](436)船山非常敏

锐地留意到“法制”与“公正”的关系，故而强

调法制于治国的重要性，这与博泉所言“尺度”

之“公”亦类同。 

不仅在“器”的维度上船山与徂徕有着相

似的主张，而且二者都非常重视“习”之概念，

“故圣人所以化成天下者，习而已矣”[11](494)。在

船山的思想中，圣人之所以能教化天下，靠的正

是“习”。这可以视为船山从圣人的角度对

“习”的重要性进行了定位。更进一步，船山将

“习”置于儒学史之中进行考察： 

孟子言性，孔子言习。性者天道，习者人道。

《鲁论》二十篇皆言习，故曰“性与天道不可得

而闻也”。已失之习而欲求之性，虽见性且不能

救其习，况不能见乎！《易》言：“蒙以养正，圣

功也。”养其习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11](494) 

船山以孔、孟区分习、性，并将整部《论语》

归之于“习”。将童蒙之养“习”视为作圣之

基，是把儒家成圣的最高理想落实在“习”之

上。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是在与“性”相对立的

层面上突出“习”之概念的。那么船山是如何区

分“性”与“习”的呢？“先天之性天成之，后

天之性习成之也。”[10](962)船山明确地将“性”分

为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而且将先天之性归之于

“天”，后天之性归之于“习”，这种分类与徂徕

所言不变之“材性”和可移之“习性”非常类

似
④
。不过徂徕论性更为关注其可以移动的特性，

因为养善则恶自消，故而养成善之风俗就成了继

善成性最为关键的环节。 

船山所论习性亦包含了这种善恶的不确定

性，然而船山的特点在于将人之禀赋与外在之物

都归为“善”。至于所谓的“不善”，不过是人

在与外物的往来之中没有把握其“几”。从这个

角度而言，善恶就没有了绝对的区分，只要把握

得当，皆可为善，“得位，则物不害习而习不害

性。不得位，则物以移习于恶而习以成性于不善

矣。此非吾形、吾色之咎也，亦非物形、物色之

咎也，咎在吾之形色与物之形色往来相遇之几

也”[10](963)。以上引文展现了船山思维中“物——

习——性”的序列，由此而论，船山不仅将善恶

移除在先天之外，还进一步将善恶剥离于物我之

外，而将其置于物我往来的关联之中。从这个序

列可以看出，后天之“性”的完成依赖于“习”

的养成。换言之，成就“性”的方式变成了

“习”的养成。这就把善恶从先天之“性”中解

放出来了。更为重要的是，先天是天授之，人对

此无能为力，所以只能被动接受。相反，只有将

善恶置于后天的天秤中，人才能积极主动地去避

恶扬善，如此，在善恶的价值判断中才具备了主

体性彰显的可能性。 

船山讲“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

也”[12](299)。习成方能性成，“习”对塑造人之性

有着深远的影响。不过，如果将善恶的支配权都

交予后天之“习”，那么习善则善、习恶则恶的

道理则不言自明。在此前提之下，习俗为善则自

然无碍。船山以养习为作圣之基，此习必为善之

习俗。如果习俗为“不善”呢？直言之，个人处

于周遭的习俗之中，难免受其所限，尤其是当外

在环境“不善”之时，又当如何应对呢？船山将

这种“不善”之“习”称之为“习气”，并且力

主抗之：“君子知习俗之不可陷而意气之不可恃

也，以为吾性之中，自有卓然不挠之理；而吾学

之正，自有永贞其守之能。”[13](123)从理论上说，

越是强调习对人性的重要性，那么身处其中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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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摆脱“习”就会越艰难。这正如船山所处的时

代一样，满眼皆是“末俗之习气”。如此境遇人

应当如何自处呢？船山说： 

如见人食梅，则 流不能自禁，若从未尝食

梅者， 必不流。故天下之恶，以不闻为幸。闻

之而知恶之，亦是误嚼乌喙，以药解之，特不   

速毙，未尝不染其毒。亲正人，远宵小，庶几    

免夫！[11](492) 

这似乎是对“望梅止渴”的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将从习熟、习惯到习以成性的逻辑看作个体

与外在对象不断加深联系的过程，那么将这种联

系直接切断似乎是最为直接的办法。不闻天下之

恶，不近宵小之辈，则或许可以免于沾染恶之习

俗。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船山所论之“习”

也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从圣人的教化而言，“习”

之意义重大，要以善之“习”养民，此正可与徂

徕学中讲的一国之风俗相对应；而从个人的角度

而言，则要注意周遭习俗的局限性，更不能被

“习气”所锢，此维度则可以对应徂徕学中讲的

一人之气象。船山思想中亦可以发掘出对“器”

和“习”的强调，这就说明徂徕学中展开的“制

作论”在当时的东亚并非偶然现象。 

 

四、结论 

 

从“制作”的概念出发，“器”和“习”的

双重维度体现的正是近世后期儒学自身在东亚

范围内展现出的带有近代意味的变革，我们可以

称之为“儒学式近代”。那么这两个维度是如何

体现出“儒学式近代”进程的呢？ 

我们已经阐释过“器”所具有的“公”的

特质，正如博泉所论，“器”是超出一人之耳目

聪明而能成为“尺度”之物的。与此相应，船山

甚至直言以“法”治国的必要，这无疑闪耀着近

代思维中“公”的光辉。不仅如此，只有对“公”

的领域有所限定，“私”的领域才能够得到确

认，在此前提之下，主体性的觉醒才能成为可能。 

从“习”的角度而言，将善恶与否归于先

天，这种预成式的先天人性论在一定程度上取消

了人通过后天努力趋善避恶的可能性。从这个意

义上说，将善恶归之于后天之“习”，是一种后

天习成式的人性论主张。这种主张一方面督促为

政者通过制度层面养成善的习俗，另一方面又暗

示了个人摆脱不善之风俗的必要性。较之先天预

成式人性论，习成式的主张无疑蕴含着彰显“主

体性”的更多可能。 

不仅如此，徂徕学以及船山思想中所体现出

的尚“器”与重“习”，如果能贯穿起来，则不

难发现其与传统道学在思维方式上的迥异区别。

重“器”的目的不在于“器”本身，更为重要的

是通过外在之“器”来习养内在之“德”，一旦

久与之化，则可不假勉强而其德自备。这种工夫

论的转向是对程朱、阳明等传统道学由内向外的

思维方式进行的颠覆式变革，大大加强了儒学修

养工夫的可操作性。这也是徂徕主张以“以礼治

心”替代“以心之心”的主要原因。同时，以身

“习”“器”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理学中容

易出现的心与物之间的断裂，而这本身也是“习

与性成”的题中之意。就此而言，如果传统道学

的主流是前近代式的先天预成式人性论，那么其

式微则预示着后天习成式人性论的登场，此即为

儒学内部自身孕育出的新的发展动向。 

通过“器”与“习”的双重维度重新诠释后

的“制作”，不仅提示出主体性觉醒在东亚的普

遍意味，同时还呈现出与前近代不同的儒学新主

张。因此，我们应该可以说“儒学式近代”在近

世的东亚已经悄然展开。当然这一进程还体现在

诸多的概念及其演变之上，要更为完整地描述这

一现象尚需更多的视角，而这即是接下来还需进

一步展开的课题。 

 

注释： 

 

①  “儒教性近代”为日本学者宫嶋博史首创(宫嶋博史．儒

教的近代としての東アジア“近世”[C]//岩波講座東

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 1 巻 東アジア世界の近代 19

世紀．东京：岩波书店，2010)，其主要着眼点在于回

应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以及如何把握 19 世纪以来日

本、朝鲜和韩国的发展进程。本文主要着眼于作为学

问的儒学在思维方式上展开的近代性讨论，因此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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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儒学式近代”。 

②   关于徂徕思想中的“孔子像”，可参考：平石直昭．荻

生徂徠と先行儒学——孔子像を中心に[C]//源了圆、严

绍璗编．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第 3 巻 思想．东京：

大修馆书店，1995：220-255。 

③  水足博泉(1707—1732)，关于水足博泉作为继承徂徕礼

乐论的专论，可参考：高山大毅．近世日本の『礼楽』

と『修辞』——荻生徂徠以後の『接人』の制度構想：

第二章．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6。 

④  关于徂徕的人性论，可参考拙作：刘莹．以《中庸解》

为例试析荻生徂徕的人性论[J]．现代哲学，2019(6)：

14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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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yu Sorai and Wang Chuanshan’s tendenc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Qi” and “Xi” and its significance 

 

LIU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oth Ogyu Sorai’s and Wang Chuanshan’s theories of “Zhi Zuo” coincidentally show the same 

tendency of valuing “Qi” and “Xi”. Sorai’s theory of cultivation advocated “imitation” from “the outer” to 

“the inner”, whose way is to “produce instrument” and “cultivate nature with Xi (nurture)”, while Chuanshan 

emphasized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being only instruments” and “developing human nature by learning”. 

The purpose of their emphasis on “Qi” is not the “instruments” themselves, but cultivating the inner 

“virtues” through the outer “Qi”. As time passes, it is natural to acquire virtues without being forced. This 

can be regarded as a subversive reform to the thinking mode from “ the inner” to “the outer” by traditional 

Neo-Confucianists such as Cheng Zhu and Yang Ming. It not only greatly enhances the operability of 

Confucian cultivation, but also avoids the disadvantage of easy break-up between mind and object. And this 

is also the implied meaning of “acquiring human nature by learning”. In this regard, if the pre-modern theory 

of the innate pre-formed human nature is the mainstream of traditional Neo-Confucianism, then its decline 

indicates the emergence of the acquired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rough nurture, and also reflects the new 

development bred in Confucianism itself. 

Key Words: Ogyu Sorai; Wang Chuanshan; Zhi Zuo; Qi(器); Xi(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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